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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历史学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色列兴起的历史学新流派，本
尼·莫里斯是其领军人物。“新历史学家”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利用解密档案研究犹太
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反思与解构主流历史叙事。“新历史学家”的部
分观点，特别是莫里斯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界对相关

问题的论述，促进了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兴起，推动了以色列人更加平衡地看待巴以冲

突，为巴以间历史性和解开辟了话语空间。奥斯陆和平进程中断后，巴以局势恶化，莫里斯
的政治立场右转，“新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扩大。随着国家政治和社会整体右转，

以色列史学出现了新趋势，对文化和社会史的研究不断增多。

关键词 本尼·莫里斯 以色列史学 新历史学家 巴勒斯坦 巴以关系

本尼·莫里斯( Benny Morris) 是以色列“新历史学家”( New Historians) 的领军人物。“新历史学家”

是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色列兴起的历史学新流派。他们利用解密档案文献，研究犹太复国主义和
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如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犹太大屠杀事件，以及以色列建国后的移民潮
等，解构以色列的主流历史叙事，质疑犹太复国主义，颠覆公众对阿以冲突、以色列象征符号和犹太人命
运的传统认知。①“新历史学家”的研究不仅对以色列的历史书写和集体记忆产生重要影响，还为反
思、批判犹太复国主义的后犹太复国主义( Post-Zionism) 兴起提供学术依据与理论支撑。

国内学术界较少从史学史角度研究“新历史学家”。李晔梦探讨了“新历史学家”与传统学者的
分歧及其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② 大部分学者都把“新历史学家”与后犹
太复国主义思潮作为整体进行论述，③对“新历史学家”学者个体的研究不多。国外学术界不仅在研
究后犹太复国主义时探讨“新历史学家”，④还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层面对其进行深入分析。⑤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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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y Morris，“Introduction，”in Benny Morris，ed. ，Making Israel，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7，pp. 1 － 2．
李晔梦:《“新历史学家 ”对以色列传统史学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15 年第 2 期。
冯基华:《后犹太复国主义与巴以冲突》，《当代世界》2003 年第 4 期; 王铁铮:《全球化与中东社会思潮研究———后犹太复国
主义评析》，《西亚非洲》2006 年第 2 期; 王铁铮:《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后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历史》2012 年第 2 期; 张家
栋:《后锡安主义与巴以冲突问题综述》，《国际资料信息》2005 年第 5 期; 杨阳: 《以色列的后锡安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西
亚非洲》2010 年第 8 期。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Laurence J. Silberstein，ed. ，Post Zionism Debate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Israeli Culture，
Ｒoutledge，1999; Ephraim Nimni，ed. ，The Challenge of Post-Zionism: Alternatives to Israeli Fundamentalist Politics，Zed Books，
2003; Eran Kaplan，Beyond Post-Zionis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5。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Yoav Gelber，Nation and History: Israeli Historiography and Identity between Zionism and Post-
Zionism，Vallentine Mitchell，2011; Derek J. Penslar and Anita Shapira，eds. ，Israeli Historical Ｒevisionism: From Left to Ｒight，
Taylor and Franci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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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看，学术界肯定“新历史学家”以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对本尼·莫里斯的关注较多。但也
有不少人批评他们对以色列主流叙事的挑战，或批判他们对以色列的批评不够深入。作为“新历史
学家”的领军人物，莫里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阿以冲突，他的成果及立场变化，与以色列社会的重要
转向和巴以关系息息相关。然而，学术界并未充分结合以色列政治、社会和学术潮流来综合考察莫
里斯的学术研究。本文以本尼·莫里斯为个案，重点考察他在“新历史学家”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巴
勒斯坦难民起源等阿以冲突历史问题的研究，分析莫里斯的学术研究与以色列社会、政治的互动，从
而管窥以色列史学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重大变化，深化国内学者对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认
识，同时关注历史书写对巴以冲突的影响及其在以色列国家构建中的作用。

一、本尼·莫里斯与“新历史学家”概念的提出

以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为代表的以色列官方历史叙述，尽力抹除非犹太人特别是阿拉伯人在巴勒

斯坦的存在，以胜利者的视角书写阿以冲突和以色列建国的历史。随着社会变迁和地区局势演变，
新一代犹太知识分子突破犹太复国主义史学范式，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审视这段历史。本尼·莫里斯
及时对新出现的史学现象进行总结，提出“新历史学家”的概念，促进了该学派的发展。
( 一) “新历史学家”兴起的原因
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兴起，深受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影响。以色列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

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占领巴勒斯坦全境使巴以冲突成为
以色列无法回避的内部问题。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统治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巴以冲突和
领土问题成为影响以色列政治和引起社会分歧的主要因素。① 特别是 1987 年 12 月爆发的巴勒斯坦
第一次大起义，让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的未来与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以色列不可能单方面

取得最终胜利。知识分子和学者开始重视巴以冲突在以色列历史及社会形成中的关键性作用。由
于巴以冲突与以色列建国史密不可分，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并没有对其进行客观充分的论述。
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促使知识分子投入对真相的挖掘，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审视相关历史。②

以色列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受到多重挑战。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与
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入相对平静时期。全球化发展及后现代主义在世界流行，强烈冲击着犹太复国
主义的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以色列人开始更加推崇个人自由与权利。以色列新兴阶层的
“和平意愿”增强，希望尽快结束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与邻国和平相处，为国家的世俗化和民主
化发展提供正常的社会环境。③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社会差距扩大，多元文化和多族群社会结构与“大
熔炉”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抗议运动兴起，社会冲突增多。在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下，巴勒斯坦
人、来自中东的犹太移民等原本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叙事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逐渐受到人们关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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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n Kaplan，Beyond Post-Zionism，p. 24; I. Mateo Cohen，“The Ｒight-Wing‘One-State Solution’: Narrative，Proposals，and the
Future of the Conflict，”Israel Studies，vol. 27，no. 1 ( 2022) ，p. 132．
Laurence J. Silberstein，ed. ，Post Zionism Debate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Israeli Culture，pp. 91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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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地区形势一度紧张。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特别是贝鲁特大屠杀事件，在
以色列公众中引起极大争议，知识分子开始质疑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表征。巴勒斯坦第一
次大起义也对强调依靠常规军事实力保障安全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构成重大挑战。① 国内形势
和地区局势的发展促使以色列人深入反思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历史和未来。这种更加开放、更具有
怀疑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识的社会环境推动“新历史学家”走向成熟，并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从传统史学
中脱颖而出的空间。②

“新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在以色列建国后出生，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为成熟的研究者。③

他们对以色列建国时面临的生死存亡局面没有直接感受，却对 1967 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深远
影响体会深刻，因而积极反思以色列建国的历史。而受到“新历史学家”批判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历
史学者和作家大部分参加过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也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很多人甚至是现役人员。
他们对这次战争的意义与伤痛有着切身体验，有意识地塑造关于独立战争的英雄主义景象，回避驱

逐巴勒斯坦人等敏感问题。④ 以色列、英国和美国的相关档案文件陆续解密，为知识分子反思犹太复
国主义和以色列历史提供了材料支持。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色列根据《档案法》⑤解密了
1947 至 1956 年间的档案，学者们获得前所未有地接触犹太军事组织哈加纳( Haganah) ⑥、以色列国
防军( IDF) 和以色列外交部等机构文件的机会。
( 二) “新历史学家”的诞生
西姆哈·弗拉潘( Simha Flapan) 的《以色列的诞生: 神话与现实》拉开了挑战主流史学、反思犹太

复国主义的序幕，他指出以色列主流历史叙事的一些核心错误，将其称为“神话”。弗拉潘称，他的主
要目的不是写一本翔实的史学著作，而是要摧毁长期以来阻碍以色列和平力量发展的宣传结构。⑦

同时期出版的本尼·莫里斯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⑧、阿维·施莱姆( Avi Shlaim) 的《跨越约旦
河的共谋: 阿卜杜拉国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分治》⑨和艾兰·佩普( Ilan Pappé) 的《英国
与阿以冲突》�10等著作，都利用解密档案深入研究阿以冲突早期的历史。他们提出与传统犹太复国
主义历史叙事大不相同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
莫里斯及时对这种新出现的史学现象进行总结，首次正式提出“新历史学家”的概念。1988 年

年底，莫里斯在美国犹太杂志《修复》( Tikkun) 发表文章《新史学: 以色列直面过去》，记述代表以色
列史学新旧两种趋势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在文章中，莫里斯把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主流历史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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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ma A. Ghazi-Bouillon，Understanding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Israeli Academia and the Struggle for Identity，Ｒoutledge，
2009，p. 55．
Asima A. Ghazi-Bouillon，Understanding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Israeli Academia and the Struggle for Identity，p. 63．
生于 1911 年的西姆哈·弗拉潘是例外。他是作家与政治活动家，曾担任左翼政党“马帕姆”( Mapam) 的阿拉伯事务办公室主
任，主编月刊《新展望》( New Outlook) ，于 1987 年去世。
Anita Shapira and Ora Wiskind-Elper，“Politics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Debate over the‘New Historians’in Israel，”History
and Memory，vol. 7，no. 1 ( 1995) ，p. 12．
以色列《档案法》于 1955 年通过，在 1964 年和 1981 年进行了修订。
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犹太人建立的地下军事组织，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
Simha Flapan，The Birth of Israel: Myths and Ｒealities，Croom Helm，1987，p. 4．
Benny Morris，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Ｒefugee Problem 1947 － 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Avi Shlaim，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the Zionist Movement，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Ilan Pappé，Britain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1948 － 51，St. Martin’s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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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称为“旧历史”( Old History) ，把那些挖掘档案材料，对“旧历史”进行修正、解构并重建主流历史的
叙事称为“新历史”( New History) 。莫里斯认为，“旧史学”( Old Historiography) 是以色列传统的官方
史学，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和以色列建国等关键问题上，有意以简单化且有利于以色列的解释粉饰历

史; 而“新史学”( New Historiography) 就是要呈现一种更平衡、更真实的国家历史观，并从长远上促进
两个冲突民族的和平与和解。① 莫里斯的这篇文章宣告“新史学”的诞生，被认为是“新史学”“旧史
学”“新历史学家”“旧历史学家”( Old Historians) 等概念的来源。②

莫里斯等人围绕第一次中东战争率先与传统学者展开争论后，汤姆·塞格夫( Tom Segev) 、希勒·

科亨( Hillel Cohen) 、艾迪特·泽塔尔( Idit Zertal) 和施罗默·桑德( Shlomo Sand) 等犹太知识分子陆续
加入重新书写或解构历史的队伍，成为以色列史学研究中的“新历史学家”。2007 年，在“新历史学
家”的首部著作出版二十年之际，莫里斯主编的论文集《创造以色列》宣告以色列经历了“史学革
命”③。“新历史学家”和传统历史学家都撰写论文，梳理双方在阿犹冲突、以色列与大屠杀之间的关
系、塞法迪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等问题上的争论，这成为对“新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总结。

二、本尼·莫里斯“新历史学家”领军地位的奠定

本尼·莫里斯从事“新史学”研究，与他的背景和经历密切相关。莫里斯 1948 年出生在以色列的
艾因·哈豪瑞斯( Ein HaHoresh) 基布兹，父母是来自英国的犹太移民，深受左翼思想影响。他 1967 年
参加以色列军队，1969 年负伤后退伍。他曾在《耶路撒冷邮报》任记者十二年，是报道 1982 年黎巴
嫩战争的战地记者，还作为预备役人员参加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围攻。在黎巴嫩期间，莫里斯
走访了提尔郊外的巴勒斯坦难民营。1988 年，他因拒绝前往约旦河西岸执行预备役任务而入狱三
周。莫里斯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科学位，在剑桥大学获得现
代欧洲史博士学位。20 世纪 80 年代，莫里斯开始阅读以色列的解密档案，主要关注第一次中东战争
前后巴勒斯坦人逃亡的原因。莫里斯对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他作为“新历史学
家”领军人物的地位。
( 一) 本尼·莫里斯对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研究
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从 1947 年 12 月至 1949 年 9 月，大约有六七十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

沦为难民。在巴勒斯坦难民产生过程中以色列应承担的责任，是阿以冲突历史书写中最具争议性的
一个问题。④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既涉及对犹太复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又关系到巴勒斯坦人回归家园
的权利、对难民的赔偿和归还难民财产等问题。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巴勒斯坦难民一直是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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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y Morris，“The New Historiography: Israel Confronts Its Past，”in Benny Morris，ed. ，Making Israel，pp. 11 － 28．
在本尼·莫里斯的《新史学: 以色列直面过去》发表之前，1988 年 7 月 28 日，文化评论家理查德·伯恩斯坦( Ｒichard
Bernstein) 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以色列国的诞生: 重新审视历史》( Birth of the Land of Israel: A History is Ｒevisited) ，赞
扬了西姆哈·弗拉潘的《以色列的诞生: 神话与现实》、本尼·莫里斯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和阿维·施莱姆的《跨越
约旦河的共谋: 阿卜杜拉国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分治》三本著作对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他把这些研究称
为“新学术”( new scholarship) ，认为它们比之前的以色列( 和阿拉伯) 作品“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或许是受到这篇文章
的影响，《修复》杂志组织了这场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参见 Benny Morris，“Introduction，”p. 4。
Benny Morris，ed. ，Making Israel，p. 1．
Elie Podeh，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Israeli History Textbooks，1948 － 2000，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2，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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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拉伯世界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巴以和平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巨大
分歧，是导致中东和平进程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约瑟·谢克特曼( Joseph Schectman) 、利奥·科恩( Leo Kohn) 、乔恩·金奇( Jon Kimche) 和玛丽亚·瑟
尔金( Maria Syrkin) 等传统犹太学者和犹太复国主义主流历史叙事都认为，在逃离家乡的巴勒斯坦人
中，有自愿离开的人，更多的人则是遵从阿拉伯领导人的命令撤离; 犹太人并没有强迫巴勒斯坦人离

开，相反还要求他们留下来，成为犹太国家的公民; 巴勒斯坦人选择离开，就丧失返回家园的权利。①

阿拉伯学者普遍认为，巴勒斯坦难民是以色列有预谋的种族清洗和蓄意转移的受害者。以色列
为减少新成立国家的阿拉伯人口，为犹太移民腾出生存空间，有计划、有目的地强行驱逐巴勒斯坦
人。巴勒斯坦难民不是自愿逃离家园，应当拥有返回家园的权利。② 巴勒斯坦著名学者瓦立德·哈立
迪( Walid Khalidi) 认为，巴勒斯坦人外逃和流散的责任在犹太人。作为以色列建国计划的一部分，犹
太人早就考虑把巴勒斯坦人“转移”( transfer) 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哈加纳在 1948 年执行的军事行动
“D计划”，目的就是破坏阿拉伯社区，驱逐巴勒斯坦人。③ 哈立迪以大英博物馆的档案为依据，证明
阿拉伯电台和报纸不仅没有命令巴勒斯坦人撤离，还要求他们坚守家园，而犹太人的广播电台则不

断对阿拉伯平民发起心理战。④

莫里斯是首位全面深入探讨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学者，其观点主要体现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的产生》及其修订版《重新审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⑤ 莫里斯把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从
1947 年 11 月底联合国分治决议通过到 1949 年 9 月洛桑会议失败这一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按照时
间顺序梳理了各个阶段巴勒斯坦难民产生的不同原因，研究犹太人处置阿拉伯村庄、土地和城市社
区的政策，分析国际社会遣返或重新安置难民的斗争，探讨以色列禁止巴勒斯坦难民遣返的具体

动机。

莫里斯认为，战争期间犹太领导人和以色列最高决策机构没有下达驱逐巴勒斯坦人的命令，但

他们普遍决定尽可能减少留在犹太国家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数量。以色列不存在驱逐巴勒斯坦人的
总体规划，驱逐只是战争的必然结果。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的原因各异。最早离开的巴勒斯坦人主
要来自城镇，特别是沿海城市海法和雅法的富裕上层和中产阶级家庭，经济动机是他们离开的主要

原因。战争爆发前后，以色列的军事进攻、破坏行动、直接驱逐、心理战，以及这些行动造成的恐惧，

成为刺激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的主要原因。他详细记录哈加纳和以色列军队采取的驱逐巴勒斯坦
人措施，包括军事威胁、炮击村庄、屠杀、强奸、直接驱逐、摧毁农作物，以及 1948 年 6 月以后推出的
禁止难民返回家园政策。⑥

在巴勒斯坦难民产生原因的争论中，“D计划”的性质是一个核心问题。莫里斯认为，“D 计划”

不是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蓝图，而是出于军事目的的军事考虑。他承认，自 20 世纪 30 年

92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teven Glazer，“The Palestinian Exodus in 1948，”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 9，no. 4 ( 1980)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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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把阿拉伯社区驱逐出巴勒斯坦的“转移”思想在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
与“D计划”没有联系。莫里斯认为，虽然哈加纳指挥官没有把“D 计划”视为驱逐阿拉伯居民的一
揽子命令，但这是他们“进行驱逐的战略理论基础和全权授权”，“事后为指挥官的行动提供令人信
服的正式掩护”。①

莫里斯指出，巴勒斯坦内部分裂、缺乏组织和领导，对阿拉伯军事力量没有信心，也是导致巴勒斯
坦人逃亡的重要原因。他表示，没有找到任何材料能够证明，巴勒斯坦领导机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
( AHC) 或阿拉伯国家通过电台或其他方式向巴勒斯坦人下达过全面的逃离指令。然而，某些地区的阿
拉伯最高委员会分支机构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侯赛尼的支持者可能出于各种考虑下令或鼓励逃离。②

对阿犹双方的行动进行细致梳理分析后，莫里斯得出结论，“巴勒斯坦难民源于战争，而不是犹
太人或阿拉伯人有意为之”。难民逃离由多重原因造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恐惧的
副产品，也是第一次中东战争旷日持久激烈战斗的副产品，“这个问题基本无法避免”。③ 在修订版
《重新审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中，莫里斯利用以色列政府新解密的档案，支持第一版关于巴
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观点，强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在难民问题上的责任，对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

人的政策及暴行揭露更多，也列出更多证据表明基层阿拉伯官员向巴勒斯坦人下达过撤离村庄的命

令，或者至少让妇女和儿童撤离。莫里斯强调，他的结论不太可能取悦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宣传者，
或“非黑即白的历史学家”④。
( 二) 本尼·莫里斯对阿以冲突其他问题的研究
在阿以冲突其他问题上，莫里斯同样提出有别于犹太复国主义主流叙事的观点。在主流叙事

中，以色列成立后一直遭受阿拉伯人的恐怖袭击，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使阿以之间的暴力螺旋上

升，最终导致战争再次爆发。莫里斯 1993 年出版的《以色列的边界战争》，⑤根据以色列档案和西方
外交报告，研究穿越 1949年停火线的阿拉伯“渗透”及以色列的报复政策。他认为，早期穿越停火线的
阿拉伯人绝大多数是出于经济原因，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以色列的枪杀
政策和报复性袭击迫使越境者拿起武器。为阻止阿拉伯人返回，以色列采取强硬政策，从杀死越境者
发展为袭击阿拉伯村庄和军队，成为引发 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战争) 的重要原因。
对于阿以冲突长期存在的原因，以色列主流叙事认为，阿拉伯人坚持不妥协的强硬政策，以至于

以色列独立后的几年都没有谈判对象。莫里斯在《正义的受害者》⑥中指出，阿以冲突长期存在，不
仅在于阿拉伯人的不妥协政策，还在于以色列不愿意在难民返回和领土等关键问题上做出必要的让

步。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后，继续推行领土扩张政策，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且试图在政
治经济上采取高压政策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以色列不愿意为和平付出领土代价，并没有与叙利
亚、约旦和埃及进行认真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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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莫里斯与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发展

莫里斯的《通向耶路撒冷之路》①反驳了主流叙事中阿拉伯人要摧毁新生以色列的说法。他认
为，外约旦参战的目的是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区域，这是阿卜杜拉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

预先约定。早在 1946 年之前，阿卜杜拉就以外约旦永久控制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地区为条件，接受联
合国分治决议。通过研究外约旦阿拉伯军团指挥官约翰·格鲁布( John Glubb) 的角色演变，莫里斯证
明阿拉伯军团进入巴勒斯坦是得到了英国当局的同意和犹太领导人的默许; 阿卜杜拉在战争开始之

前就会见了犹太领导人，双方达成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的协议。

以色列主流历史宣扬，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结果是力量弱小的以色列打败了占有压倒性优势的阿

拉伯人。莫里斯在《1948 年: 第一次阿以战争的历史》②中用大量档案文献证明，阿拉伯人内部矛盾
尖锐，军事组织混乱，没有做好与犹太人进行战争的准备。在阿犹双方军事力量对比中，阿拉伯人处
于劣势地位，由英国人训练和装备的阿拉伯军团是他们唯一组织得当的军事力量。哈加纳和其后的
以色列国防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编队规模上超过阿拉伯人。当组织涣散的阿拉伯军队遇到准
备充分的以色列武装力量时，战争很快分出胜负。真正的输家是把希望寄托在阿拉伯邻国的巴勒斯
坦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从来没有机会打败组织良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既没
有政治意愿也没有军事实力来帮助巴勒斯坦人。
莫里斯的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新历史学家”关于阿以冲突早期历史的主要观点。阿以

冲突的起源，第一次中东战争时犹太人与阿拉伯军队之间的实力对比，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阿

以和平难以实现的责任等问题，都是“新史学”与“旧史学”争论的主要内容和差异之处。③ 莫里斯的
研究广泛运用各种解密档案，不仅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色列政府、主要政党和市政当局的档案，
甚至还有基布兹联合会的文献。从士兵到高层官员等不同层级人员的文件和日记也是他着力发掘
的资料，如以色列总理大卫·本 －古里安的日记。来自伦敦公共记录办公室、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以及联合国的官方记录都在莫里斯的书中得到体现。在坚实的文献基础
上，莫里斯的研究详细再现了发生在不同村庄的各个事件，公布了犹太人屠杀阿拉伯人等历史的细

节，颠覆了以色列传统主流叙事的主要观点，成为“新历史学家”的代表性成果。

三、本尼·莫里斯与“新历史学家”内部的分歧

“新历史学家”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 90 年代达到高潮。④ 2000 年 9 月阿克萨起义爆发
后，巴以局势急剧恶化，以色列政治和社会整体右转，重新上台的利库德集团试图清除“新历史学家”
的影响。莫里斯对待巴以冲突的立场也发生变化，“新历史学家”间的分歧加剧，他们的影响力受到
不同程度削弱。
( 一) 本尼·莫里斯政治立场的转变
虽然《奥斯陆协议》给出了时间表，但直到 1999 年 9 月巴以双方才正式启动最终地位谈判。最终

地位谈判主要涉及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耶路撒冷地位、犹太人定居点、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等核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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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关系到巴以的主权和安全等核心利益。双方分歧很大，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再加上巴
以双方极端势力的阻挠和政局多次变化，和平进程一再受挫。2000年 7月，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和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美国戴维营进行的和平谈判失败。同年 9月底，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
强行访问阿克萨清真寺，巴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巴勒斯坦人发动阿克萨起义，奥斯陆和平进程中断。

巴以局势急剧恶化导致以色列政治和社会整体右转。阿克萨起义后，包括左翼的工党、现在就
和平运动( Peace Now) 和梅雷兹党( Meretz) 在内，以色列大多数人在政治上转向右翼。他们普遍把
巴以和谈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巴勒斯坦人。① 2001 年 2 月，主张和谈的巴拉克在大选中失败，主张对
巴勒斯坦实行强硬政策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当选总理。沙龙上台后，官方对“新历史
学家”的立场发生变化。保守派普遍认为，“新历史学家”破坏爱国主义价值观，打击年轻人对以色
列事业正义性的信心。为消除“新历史学家”的影响，以色列在教育系统重申传统价值观，来自利库
德集团的新任教育部长利莫尔·利夫纳特( Limor Livnat) 下令，改写学校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清除“新
历史学家”的影响。②

1999 年 5 月巴拉克当选总理时，莫里斯还乐观地对重启中东和平进程寄予希望。③ 阿克萨起义
爆发后，莫里斯对巴以冲突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政治立场和观点急剧右转。他放弃依靠档案
文献的实证主义做法，指责巴勒斯坦人应该为中东和平失败负责。④ 2002 年 6 月，莫里斯在《纽约书
评》发表对卸任总理巴拉克的访谈，把戴维营和谈失败的责任归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认为是
阿拉法特发动阿克萨起义。⑤ 莫里斯认为，签署《奥斯陆协议》是一个错误，以色列不可能与巴勒斯
坦人和平共处。他提出不应该允许巴勒斯坦人留在以色列境内，鼓吹把巴勒斯坦人“转移”或驱逐出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⑥ 莫里斯 2009 年出版的《一国、两国: 解决以色列 /巴勒斯坦冲突》，重新评
估各种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认为日益激进的巴勒斯坦人从内心拒绝两国方案，因而提出解决巴以

冲突的第三种方案，即巴勒斯坦领土和约旦合并，在约旦安置巴勒斯坦难民。⑦ 莫里斯立场和观点的
转变，导致其他“新历史学家”也遭到严厉批评。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等具有官方色彩的以色列机
构，利用莫里斯承认某些失误来证明，“新历史学家”的研究都是骗局。

巴以双方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后，莫里斯一方面作为以色列公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指责巴勒

斯坦人应该为和平谈判的失败负责，另一方面作为历史学家继续致力于“新史学”研究。他把《正义
的受害者》翻译为希伯来文，完成对难民问题的补充研究，出版了《重新审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
生》。“公民莫里斯和历史学家莫里斯的工作就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就好像一个人试图挽救
对方坚持要根除的东西。”⑧莫里斯两种身份之间的撕裂表明，在巴以矛盾日益尖锐的局势下，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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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262454，2021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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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逐渐丧失相对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这更加不利于具有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的“新历史学家”的
发展。
( 二) “新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
“新历史学家”并非联系紧密或单一的学术团体，各学者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都存在显著差
异。即使对于“新历史”这个名称，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艾兰·佩普和阿维·施莱姆更愿意用“修正主
义历史”一词。艾兰·佩普认为莫里斯的命名是从欧洲“新史学”借鉴而来，具有误导性。因为“新历史
学家”还是采用实证主义方法，从精英视角分析政治，本质上仍属于欧洲“新史学”语境下的传统史
学范畴，与欧洲“新史学”的社会和非精英视角不同。① 在政治立场上，西姆哈·弗拉潘和汤姆·塞格
夫是左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莫里斯、阿维·施莱姆和艾兰·佩普则分别代表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右
翼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治立场的差异影响了他们的
学术研究。西姆哈·弗拉潘和艾兰·佩普的观点都与莫里斯相反，他们认为，“D 计划”就是要大规模
驱逐联合国分治决议中犹太国所属区域内的巴勒斯坦人，摧毁沿海平原以及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

一带的大部分巴勒斯坦村庄。
对档案文献和口述史等史料的取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新历史学家”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的

差异。莫里斯称:“虽然当代文件可能会误导、歪曲、遗漏或撒谎，但根据我的经验，与受访者回忆四
十多年前备受争议的事件相比，文件中出现类似问题的次数要少得多。”②为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莫里
斯根据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最新解密的档案以及私人文件进行研究，尽量避免使用采访犹太人或巴勒
斯坦人而获得的材料。由于没有国家机构，巴勒斯坦人缺乏完备档案，因此他们极为重视口述史资料
的搜集和整理，把个人记忆整合到集体记忆。然而，巴勒斯坦人的口述史在很大程度上遭到莫里斯的
忽视。巴勒斯坦学者努尔·马萨勒哈( Nur Masalha) 就指责莫里斯忽视阿拉伯文献，蔑视巴勒斯坦人的
声音和口述史，蔑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③ 相比之下，艾兰·佩普在政治上支持巴勒斯坦人，非常重视他
们的口述史资料。他把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称为“种族清洗”，认为“进行种族清洗的政权，不
会在档案中显示出清晰的历史证据，因为该政权从一开始就在掩盖其意图，这可以从命令的措辞和事

后报告中看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证据，即使事后看来，也是如此重要。”④

阿克萨起义加剧了“新历史学家”之间的政治立场分化。莫里斯一直强调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莫里斯称，他对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研究，以及对以色列国防军暴行的揭露，使人们认为他属于后犹太

复国主义阵营，这是对他的误解。⑤ 艾兰·佩普则从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转变为后犹太复国主义
者，更加重视巴勒斯坦人的口述史和记忆叙事。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分歧，导致莫里斯和佩普使用
尖锐的言辞公开互相指责，都认为对方篡改历史，捏造事实。阿维·施莱姆则认为，莫里斯“是一流的档
案历史学家，对理解以色列和阿拉伯冲突贡献巨大; 也是一个三流的政治分析家，对现代冲突的驱动因

素知之甚少”⑥。立场和观点的差异导致的互相攻击，进一步削弱了“新历史学家”的凝聚力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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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尼·莫里斯及“新历史学家”的影响

“新历史学家”挑战以色列主流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不仅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还引起以色列
社会的大辩论。他们对阿以冲突早期历史的研究，特别是莫里斯对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等问题的研
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和学术影响。
( 一) 挑战以色列的集体记忆

“新历史学家”把以色列独立战争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苦难引入主流历史叙事，并逆转以色列以
弱胜强战胜阿拉伯人等论断。他们挑战的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传统历史学家或其史学著作，更是植
根于公众意识的关于独立战争的图景和神话，而这早已经成为以色列的集体记忆。因此，“新历史学
家”对阿以冲突相关问题的颠覆性研究，在以色列引起巨大震动，招致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和传统
派学者的批评。他们从史料、观点、学术水平和政治立场等方面批评“新历史学家”，对莫里斯的指责
尤甚。著名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安妮塔·夏皮拉( Anita Shapira) 认为，“新历史学家”脱离犹太人
的经历和苦难，孤立地对待巴以冲突历史，忽视国际和地区的紧张局势，没有考虑犹太复国主义领导

人做选择时的生存动机。① 部分传统派学者不认可“新历史学家”的自称，认为其暗示着客观性和开
放性，意味着“老历史学家”并不具备这些特性，因而自带派系色彩。他们认为，无论是在开拓新领域
还是在方法独创性方面，这一学派都没有在学术上取得突破，只是片面地利用新材料，对公认的表述

原则进行可疑的修订。② 因此，部分传统派学者称“新历史学家”是“修正主义历史学家”③。本 －古
里安的传记作者沙布泰·特维斯( Shabtai Teveth) 对“新历史学家”的批评特别尖锐。特维斯指责“新
历史学家”“歪曲、遗漏、进行倾向性地解读和彻头彻尾地伪造历史”，不仅在学术上存在严重缺陷，
还在政治上支持巴勒斯坦人，“指控以色列负有原罪”，目的是消解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的合
法性。④

西方的犹太裔学者也加入关于“新历史学家”的讨论。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犹太裔教授埃
弗莱姆·卡什( Efraim Karsh) 专门著书批评“新历史学家”“伪造历史”⑤。但也有犹太学者批评莫里
斯对以色列应承担的责任认定过轻，且很少使用阿拉伯方面的资料。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犹太裔历史
学者乔尔·贝宁( Joel Beinin) 认为，莫里斯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研究与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
学一脉相承，但他忽视阿拉伯方面的资料，客观上加深巴勒斯坦人历史和政治的边缘化。美国犹太
裔学者诺曼·芬克尔斯坦( Norman G. Finkelstein) 批评莫里斯不加批判地使用以色列文件，扭曲结论，
为犹太复国主义辩护，是用新神话代替旧神话。他认为莫里斯的分析至少在三个关键方面存在缺
陷: 简化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起源和驱动力量，低估驱逐阿拉伯人、扩大犹太国家边界的意识形态和政
治动机，颠倒政治与安全的关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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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btai Teveth，“The Palestine Arab Ｒefugee Problem and Its Origins，”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26，no. 2 ( 1990) ，pp. 214 －249．
Yoav Gelber，Palestine 1948: War，Escap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e Ｒefugee Problem，Sussex Academic Press，2001，
pp. 2 － 3．
Avi Shlaim，“The Debate about 1948，”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 23，no. 3 ( 1995) ，pp. 289 － 290．
Efraim Karsh，Fabricating Israeli History: The“New Historians”，Frank Cass，1997．
Norman G. Finkelstein，Image and Ｒeality of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Verso，2016．



本尼·莫里斯与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发展

由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引发的巨大争议，莫里斯遭到以色列学术界的排斥，失业数年。
直到 1997 年，在时任总统埃泽尔·魏茨曼( Ezer Weismann ) 亲自干预下，莫里斯才在本 －古里安大学
获得教职。① 艾兰·佩普原本在海法大学任教，不得不离职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担任欧洲巴勒斯坦研
究中心主任。
( 二) 促进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兴起

以莫里斯为代表的“新历史学家”的影响扩大到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批判社会学家”( critical
sociologists) 。他们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研究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又被称为“新历史社会学家”。其
中，代表性学者巴鲁赫·基默林( Baruch Kimmerling) 是“第一位用学术来重新审视犹太复国主义和以
色列国家信条的学者”②。他提出用殖民主义范式解释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和以色列的建立，从而代
替主流叙事中的“犹太人独特性”范式。基默林认为，阿以冲突是以色列国家构建的主要因素，是伊
休夫( 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社区) 和以色列国家历史中的核心问题。他和乔尔·米格代尔( Joel
S. Migdal) 合著的《巴勒斯坦人: 一个民族的构建》，探讨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与犹
太复国主义者否认巴勒斯坦人存在的立场针锋相对。③ “新历史学家”和“批判社会学家”与传统学
者之间的辩论通过主流媒体反复进行，影响逐渐超越学术圈，形成“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莫里斯
等人的实证主义研究和著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洞察历史，了解和分析当代以色列的社会状况提供

客观依据。④ 以此为基础，后犹太复国主义学者运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反思犹太
复国主义与以色列的历史和政策，揭露阿拉伯公民和东方犹太人在以色列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抨击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武力征服和占领。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先天弊病是导致以色列面临
内外困境的主要原因，要求减少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促进世俗民主，保障公民权利，通过和平谈

判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后犹太复国主义不仅在大学和教育界获得一定认同，还对以色列社
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受其影响，拉宾政府时期的教育部副部长米莎·戈德曼( Micha Goldman)
甚至提出，更换代表犹太复国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歌和国旗。
( 三) 推动以色列人更加平衡地看待巴以冲突

莫里斯等“新历史学家”通过挖掘解密档案，比以往更完整翔实地恢复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时
期的历史图景，成功揭穿以色列主流叙事在这个问题上塑造的“神话”。英文版《巴勒斯坦难民
问题的产生》出版后，希伯来文版在以色列出版。莫里斯明确指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
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公众在此问题上首次接触到与主流叙事相反的学术研究。⑤ 虽然莫里斯的
结论有争议，但他的研究促进了公众对巴以冲突的理解，提高了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灾难的

认识，改变了许多以色列人处理巴勒斯坦难民等棘手问题的方式，为他们更加平衡地看待巴以冲

突铺平道路。⑥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和政策逐渐发生变化。拉宾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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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时期，以色列开始与巴解组织进行和平谈判，双方在 1993 年 9 月签署《奥斯陆协议》。以色列
政府政策转变及奥斯陆和平进程启动，与“新历史学家”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他们的研究对以
色列领导层和公众的政治观念与立场产生一定影响。奥斯陆和平进程的一位缔造者曾告诉莫里
斯，1992 年年底至 1993 年年初，巴以双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秘密会谈时，他就阅读过《巴
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还要求与巴解组织谈判难民问题的下属阅读这本书。① 中东和平进程
及《奥斯陆协议》也使公众的社会心态发生转变，开始逐渐接受“新历史学家”的观点。教科书可
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信仰和价值体系的反映，官方审定的教科书反映了以色列对阿以关系的看法。

受“新历史学家”影响，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与之前
相比，对阿以冲突和阿拉伯“他者”的叙述相对客观。② 特别是 2000 年后新出版的教科书，以相对
平衡的方式叙述巴以冲突相关事件，并开始承认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合法性，提到以色列在巴勒斯

坦难民等问题上的部分责任，不再回避巴勒斯坦人用来描述 1948 年战争的术语“大灾难”
( Nakba) 。③

( 四) 为巴以间历史性和解开辟话语空间

以色列主流史学把第一次中东战争视为对英国的“解放战争”，突出犹太人救赎和复兴运动的胜
利，只关注当时除巴勒斯坦以外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忽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民族权利。④

“新历史学家”首次把巴勒斯坦人作为战争的另一方进行研究，开启了与巴勒斯坦同行的学术对话。

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巴勒斯坦学者的部分肯定。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 Said) 认为，“新历史学家”代表了以色列“人民和社会的良知”⑤。努尔·马萨勒哈是首位指出“新
历史学家”的重要意义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他认为，莫里斯的作品对以色列
修正主义学术来说，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贡献”⑥。

然而，“新历史学家”与巴勒斯坦民族叙事之间仍存在差距。⑦ 犹太复国主义传统历史学家不承
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蒙受的灾难负有责任，而“新历史学家”特别是莫里斯、阿维·施莱姆和汤姆·

塞格夫都主张，巴勒斯坦人对自己的灾难应承担“共同责任”。努尔·马萨勒哈则认为，“共同责任”

的观点，是把造成巴勒斯坦人灾难的严重责任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身上转移开来。⑧ 莫里斯不承
认以色列有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总体规划，招致巴勒斯坦学者的批评。莫里斯的研究结论同样受到巴
勒斯坦学者质疑。爱德华·萨义德就指出，“新历史学家”经常无法质疑犹太复国主义，不能直接从他
们自己的研究中得出合理结论。对于莫里斯关于巴勒斯坦难民产生原因的结论，萨义德表示，莫里
斯好像仍然相信犹太复国主义的传统叙事，即巴勒斯坦人在没有被以色列驱逐的情况下自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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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完全接受他自己的证据，即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迫使巴勒斯坦人逃离。① 努尔·马萨勒哈从权力
与历史书写的关系这一更广阔的视角评估“新历史学家”。他认为，莫里斯的史学研究是胜利者叙事
的典型例子，其叙述仍然立足于犹太复国主义。莫里斯拘泥于文本主义( literalism) ，强调官方文件、

国家档案、国家历史和高级政治的记述，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叙述国家、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历史，但没
有对其中的权力关系进行批判性研究。努尔·马萨勒哈认为，莫里斯等人利用新殖民主义话语和“文
明冲突论”重新构建以色列的历史叙事，是为犹太复国主义辩护，强化了以色列相对于巴勒斯坦人的
优势地位。他们在总体上怀有偏见，没有充分关注巴勒斯坦口述史，导致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处于无
声状态。②

( 五) 改变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论述

“新历史学家”诞生二十多年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阿萨夫·利霍夫斯基( Assaf Likhovski)

评价到，“新历史学家”彻底改变了对以色列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许多论点已经被以色列学术界接纳
和吸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以色列的流行文化接纳和吸收。③ “新历史学家”的部分观点，特别是
莫里斯关于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说法，改变了学术界对巴勒斯坦难民、

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等问题的表述方式。④ 以色列国防部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摩西·吉夫阿蒂
( Moshe Giv‘ati) 上校所著《沙漠与战火之路: 第九装甲营的历史》，除了对战争的叙述外，还记述
1948 年 5 月第九装甲营在被征服的阿拉伯村庄屠杀平民等事件。国防部被视为以色列传统史学的
堡垒，这样的记述能够出现在国防部出版社出版的以色列军事史中，无疑是受到莫里斯等“新历史学
家”的影响。⑤ 莫里斯关于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观点，甚至被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⑥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英国与阿以冲突》和《跨越约旦河的共谋: 阿卜杜拉国王、犹太
复国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分治》这三本书，得到了西方学术期刊普遍的正面评价。⑦ 特别是莫里斯
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研究，获得西方学术界认可，改变了西方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以色
列主流历史叙事声称，阿拉伯电台向社区居民广播，命令他们离开家园。“新历史学家”出现之
前，以色列的观点在西方影响深远，仅受到两次挑战。1959 年瓦立德·哈立迪发表文章反驳这种
说法，称在以色列的资料中没有发现有此类广播的记录。⑧ 1961 年，爱尔兰记者厄尔斯金·柴尔德
斯( Erskine Childers) 提出，以色列从未拿出主要证据证明阿拉伯电台广播下令巴勒斯坦居民撤离;

是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故意制造恐慌，驱逐阿拉伯人。⑨ 柴尔德斯的观点在 1961 年 5 至 8 月的《旁观
者》专栏中引发激烈讨论。莫里斯依靠解密档案，还原以色列在几乎每个巴勒斯坦村庄和社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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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得到西方学者的肯定，被视为相关研究的权威。① 莫里斯的《以色列的边界战争》同样得到美国
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威廉·匡特( William B. Quandt) 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必备参考
书。② 莫里斯的另一本书《1948 年: 第一次阿以战争的历史》还获得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 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 。

结 语

以本尼·莫里斯为代表的“新历史学家”，利用解密档案解构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的主流历史
叙事，破除以色列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塑造的“神话”，挑战犹太复国主义的“话语霸权”，挑战以色列
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遭到传统学者的激烈反对。“新历史学家”引发的争论从学术界扩展到公共
领域，推动以色列社会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反思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犹太复国主义，反思巴勒斯坦人

的处境和以色列的发展方向，成为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兴起的先声。
“新历史学家”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包容、多元的世俗民主国家认同，完全不同于传统犹太
复国主义叙事的排他、单一的以色列国家认同。然而，“新历史学家”在解构主流历史叙事的同
时，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历史叙事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自身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导致“新历史学家”和后犹太复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学术现象，实际上在以色列学术界处于
边缘状态。③

巴以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为“新历史学家”分析巴以冲突的根源与责任，反思犹太复国主义和
以色列的政策，寻求巴以冲突的根本解决之道，提供了社会空间。但奥斯陆和平进程积累的矛盾最
终引发阿克萨起义，特别是 2001 年 9·11 事件之后，以色列把巴以冲突与美国的反恐战略挂钩，使
双方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巴以局势再度恶化，导致以色列政治和社会普遍右转，对“新历史学家”的
接纳和包容程度减弱。在巴以冲突问题上，莫里斯政治观点和立场的变化，反映出以色列社会和政
治发生的结构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西方史学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进入 21 世纪后，以色列
出现了“后修正主义史学”( Postrevisionist Historiography) 或“后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 Post-Post-
Zionist Historiography) 。与“新历史学家”更多关注政治和军事历史不同，新的史学趋势更加关注文
化和社会史问题，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批判性降低。④

［本文作者姚惠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

究员。］
( 责任编辑: 李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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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Huina，Benny Morr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srael’s‘New Historians’

The‘New Historians’is a new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that emerged in Israel in the mid-to-late

1980s，of whom Benny Morris is the leading figure． They have deconstructed Israeli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through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key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Israel in virtue of a positivist approach based on archives． Some of their studies，especially Morris’

work on the origin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issue，changed the academic discourses on related issues

to some extent，promoted the rise of post-Zionism，helped the Israelis to treat their conflicts with the

Palestinians more evenly，and made space for discourses on the Palestinian-Israeli reconciliation． With

situation deteriorating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Oslo peace process，Morris’political position turned to

the right，while the divergences among the new historians widened gradually． New trends emerged in

the Israeli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Israeli politics and society shifted to the right，and the stud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continued increasingly．

Gao Tianyi，Mazrui’s Ideology of the African ‘Triple Heritage’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versies in the African Academia

How to understand the African self-identifica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 in the study of

the African history． A Kenyan scholar，Ali A． Mazrui，proposed an ideology of the African‘Triple

Heritage’，arguing that Africa has been formed by a triple fusion of indigenous，Islamic，and Western

cultures，whereas the competitive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three cultures existed

simultaneously． His ideology is of critical． He used the Islamic culture to trigger further elaboration of

the triple feature of the African identity，arousing controversies in the African academia subsequent to

his argumentation． The underlying reason relating to this polemic was a clash between Afrocentric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under an Afrocentric worldview． The controversies focused on whether the Islamic

culture belonged to the African sphere and how to counter the Western centrism． This reflects not onl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ttitudes of the Africans towards the African culture，but also the fact that some

African scholars shunned the cultural diversity existing in Africa． For the Chinese scholars，an

objective and critical view of the ideology of‘Triple Heritage’ is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Africa’as a multicultural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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